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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在面對若干開發中國家之崛起及大量低價產品進口對本國產業所造成的問題上，與積極採取貿易保護措施的美國不同，歐盟主要是透過修正其貿易防禦機制（trade defense instruments，TDIs），亦即所謂的進口救濟制度（trade remedies）之方式來處理低價進口產品所產生的不公平貿易問題，期望能避免以犧牲多邊貿易體系及損及與中國關係之方式保護本國產業（註
）。歐盟之進口救濟制度，主要係指歐盟的反傾銷措施（anti-dumping measures）、反補貼措施（anti-subsidy measures）及防衛措施（safeguard measures），尤其是反傾銷及反補貼措施係針對不公平貿易所設，常用以對付採用掠奪性定價策略及受益於國家補貼之低價進口產品。歐盟的反傾銷法自1968年生效以來，經歷多次修正後，以1996年及1997年為因應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反傾銷協定（Agreement on Implementation of Article Ⅵ of the GATT 1994，以下簡稱反傾銷協定）之生效所修正通過之反傾銷法（Regulation 384/96）為其主要架構。然而，在面對因時間經過所產生之實際執行問題、中國大陸入會議定書之承諾於2016年12月11日屆期失效及歐盟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若干反傾銷措施案之敗訴，包括對自阿根廷及印尼進口之生質燃料所實施之反傾銷措施案等因素，歐盟內部針對貿易進口救濟制度之改革聲浪逐漸發酵。在經過約5年的討論與協商後，終於在2017年年底及2018年6月公布二項修正案，藉以顯示其改革之成果（註
）。

歐盟近期在反傾銷法所進行的改革，主要可從實體面及程序面所生之問題來看。在實體面上，主要是針對反傾銷稅的構成要件，即在計算傾銷差額（dumping margin）及決定正常價值（normal value）時，若市場價格受到政府干涉而不適於做為比較基礎時應如何處理之問題。所謂的傾銷（dumping）係指產品以低於出口國國內正常價值之出口價格（export price）出口至他國時，即有傾銷存在，二者之差額即傾銷差額，構成進口國得課徵反傾銷稅之要件之一（註
）。為了避免進口國恣意決定正常價值導致對進口產品造成貿易障礙，WTO下之關稅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以下簡稱GATT 1994）第6.1條明文規定，正常價值原則上應依據同類產品在出口國的國內價格（domestic price）計算，僅在欠缺該價格時（in the absence of such domestic prices）才能改用其他擬制的價格。然而，歐盟在面對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的低價產品時，即面臨了該產品之國內價格可能因政府干預而過低，進而必須改以其他類似國家（analogue countries）之市場價格做為正常價值之問題。以往，歐盟在認定正常價值時，係將出口國分為市場經濟國家及非市場經濟國家（non-market economies，NMEs）並採用不同的計算方式，但此一做法因具有歧視性而飽受質疑。於是歐盟於2016年11月通過了歐洲議會及理事會第2017/2321號規則，制定了新的傾銷差額計算方式（price comparison methodologies），希望透過新的計算方式解決在計算傾銷差額時所面臨之市場價格受到國家干擾等問題。在新計算方法通過後，取消了原本以來源地區分之歧視性做法，改以個別出口國國內市場狀況決定計算方式，即在該國之市場價格存有「嚴重扭曲（significant distortions）」之情形下，得改以其他國家之市場價格替代之。因此，如何認定一國的市場價格因政府介入而嚴重扭曲即成為重要的決定因素。

在程序面上，為了在進口救濟措施的調查程序中能充分考量各方利害關係人之利益，並確保程序正義之實現，針對調查程序中利益關係人之參與、增加調查程序之透明性與可預見性及提昇調查程序之效率等亦有一系列的改善方案及條文修正，又稱之為貿易防禦機制之現代化法（TDI modernization）。此一改革被認為是自WTO成立以後最重要的變更，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不但蒐集執行進口救濟制度上所發生的實務問題，亦參考相關案例之司法見解，最後統整成一項修正案，於2017年年底完成並通過，成為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第2018/825號規則，該規則並於2018年6月正式公布生效。

本文即於第二部分及第三部分從實體法及程序法二方面的修正及修正後之實務執行狀況予以說明，藉以瞭解歐盟如何透過法規修正處理當面所面臨的重要貿易議題，並於結論提出建議。

貳、2017年反傾銷法正常價值認定之修正

一、歐盟貿易防禦機制之沿革

除了美國外，歐盟亦是最常適用反傾銷措施之國家之一。歐盟之進口救濟制度，源自於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第 113 條第 1 項規定，該條規定，歐體應統一區域內之共同商業政策，包括對傾銷及補貼所採取之貿易保護措施（註
）。歐盟之反傾銷法及反補貼法自 1968 年實施以來歷經多次修正，其於WTO成立時，為了履行其在WTO下反傾銷協定及補貼暨平衡稅措施協定之義務，分別於1996年及1997年修正其境內之反傾銷法及反補貼法，即歐體理事會第384/96號反傾銷規則及第2026/97號反補貼規則，做為其實施進口救濟措施之法律依據。此二項規則於2009年時，分別進行修訂，並由歐體理事會第1225/2009號及第597/2009號規則取代之。

隨著歐盟的成立、面臨開發中國家強勁低價產品進口所造成之不公平貿易問題及歐盟反傾銷措施在WTO爭端解決案件上之挫敗等因素，迫使歐盟必須針對其進口救濟制度不斷地進行檢討及修正。此一改革聲浪始於2013年4月，歐盟執委會通過了貿易防禦制度之修正草案，此一修正草案之目的在於考量所有利害關係人，包括生產者、進口商及消費者之利益下，提高歐盟進口救濟措施之效率。內容涵蓋增加進口救濟程序之透明性、解決現有執行上之問題及使進口救濟制度更易被使用等。此一草案獲得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之大力支持，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並於2016年通過2016/1036號基本反傾銷法（Basic Anti-Dumping Regulation 2016/1036）及2016/1037號基本反補貼法（Basic Anti-Subsidy Regulation 2016/1037）將其法典化。之後，針對中國大陸入會議定書第15(a)(ii)條屆期失效之問題，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於2016年11月又通過了第2017/2321號規則（Regulation (EU) 2017/2321），用以處理反傾銷措施中正常價值受到政府介入之問題。在經歷約5年左右的討論並結合多次的修正條文後，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最後終於在2017年年底通過了第2018/825號規則（Regulation (EU) 2018/825），統整對基本反傾銷法及基本反補貼法之修正條文。本次修正可說是歐盟進口救濟制度自1995年以來最大幅度的修正，奠定了歐盟整個貿易救濟措施之現代化規範。由於 第2017/2321號規則及第2018/825號規則因為僅是針對2016基本法之若干條文進行修正，因此就歐盟的進口救濟規範而言，仍是以2016年的基本法為主。

2016年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會所公布生效之基本反傾銷法及基本反補貼法，係將2009年反傾銷法及反補貼法及其後來多次修正之條文整編至單一法規之法典化（codification）行為。有鑑於之後的修正主要是以2016年之基本法規進行修正，因此即以此一規則做為討論的基礎。針對2016年基本法之規定，主要修正的重點有二，一為2017年針對傾銷差額之計算方式，另一以為2018年針對調查程序所為更迅速、透明及更有效率之修正。

二、2017年前之雙軌制

在第2017/2321號規則之新計算方式於2017年12月20日生效前，針對出口國國內市場價格受到扭曲時如何認定正常價值之問題，歐盟主要將產品來源國分為非市場經濟國家及市場經濟國家，並針對不同來源國採取不同的處理方式。就非市場經濟國家而言，由於GATT在1955年通過GATT第VI:1條補充條款（第1項第2點），允許締約國對於產品來自於貿易完全獨占或幾近完全獨占，且其所有國內價格均由國家決定之國家時，其正常價值得排除一般規定之適用（註
），歐盟自1968年以降即對非市場經濟國家採取特殊規定，以所謂的「非市場經濟國家計算方式（non-market economies methodologies，以下簡稱NME計算方式）」處理之（註
）。然而，市場價格扭曲的問題並非全然是非市場經濟國家之問題，例如俄羅斯雖於2002年被歐體承認為市場經濟國家，但當時歐體對其肥料及鋼鐵等能源密集產業因政府干預能源價格所造成的低價優勢即無法接受，因此對於市場經濟國家來源之產品，亦會以所謂的「成本調整法（cost adjustment methodologies）」，排除其國內價格而改用其他替代國家之價格作為正常價值（註
）。因此，不論是NME計算方式或成本調整法，均因悖離了WTO反傾銷協定中所要求應使用出口國國內實際價格做為正常價值之規定而受到許多質疑。

(一)
非市場經濟國家之正常價值

早在1968年歐體反傾銷法制定時，當時歐體對於自計畫經濟國家之進口產品，在計算正常價值時，即採用不同市場經濟國家之方式。至1979年歐體反傾銷法修正時，正式於第3.2(c)條中提到非市場經濟國家及允許使用市場經濟之第三國價格取代之，即所謂的NME計算方式。在1996年修正的反傾銷法中，亦於第2(7)條規定，對於來自非市場經濟國家之進口產品，其正常價值之計算得以市場經濟國家之第三國國內價格或該國出口至其他國家，包括出口至歐體之價格，或其他合理方式計算之（註
）。然而，該條規定對於如何決定替代國家等並無詳細規範，僅規範須以合理之態度依據合理可得之資訊認定之，因此在替代國家的選擇上，賦與了調查機關極大的裁量權。由於歐體對市場經濟國家與非市場經濟國家採用不同的正常價值認定方式，因此如何認定非市場經濟國家即成為關鍵因素。為減少爭議，歐體在1998年增訂了包括中國在內之非市場經濟國家清單，此一清單內之國家必須符合用以確定市場價格未受政府干預的5項標準後（註
），才能取得市場經濟地位（註
）。

在2009年修正通過之反傾銷法中，對非市場經國家之認定則採列舉方式，於第2(7)條註釋1中明列亞塞拜然等6國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並適用特別規定（註
）。至於若干正朝向市場經濟轉型中之國家，包括哈薩克斯坦或其他未列舉之非市場經濟WTO會員國，則採個別認定之方式，須視該國特定生產者之生產銷售是否符合「市場經濟條件」而決定適用非市場經濟國家之特別規定或一般規定（註
）。換言之，若屬於市場經濟轉型之國家，其個別生產者或出口商可以透過申請及審查程序，被認定為屬於市場經濟國家之生產者並適用市場經濟國家之規則。

而在2016年修正通過之歐盟基本反傾銷法（第2016/1036號規則）中，第2(7)(a)條註釋1所列舉之非市場經濟國家，則擴大至包括阿爾巴尼亞等12國（註
）。而第2(7)(b)條之轉型中國家則納入了中國大陸、越南及哈薩克（註
）。此一修正同時將認定個別廠商是否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之調查時間，從原本的3個月延長到7個月（最長可延至8個月），並新增調查機關應於開啟調查後之28週內提供分析資訊給當事國之義務（註
）。

(二)
市場經濟國家之正常價值

然而，若產品係自市場經濟國家進口，並不代表其國內價格即可當然構成正常價值。若歐盟認為該國內價格具有人為性低價或遠低於國際市場或其他具代表性市場之價格時，或該國內價格因政府價格管制措施而失真時，即會以所謂的「成本推算法（cost construction method）」取代之（註
）。依據歐盟反傾銷法第2(3)條規定，「當欠缺在通常交易過程中之銷售或銷售不足，或因為特殊市場狀況導致這些銷售價格無法做為適當比較時，同類產品之平常價值應基於原產國國內之生產成本加上合理的管銷費用及利潤計算之，或基於在通常交易過程中出口到適當第三國且具有代表性之出口價格（註
）」。因此在欠缺通常交易過程之交易或因特殊市場狀況情況下，調查機關即得捨棄國內價格不用，而改採推算價格或第三國價格。雖然選擇推算價格或第三國價格係屬調查機關之裁量權，但歐盟多傾向採取推算價格（註
）。

所謂「通常交易過程（ordinary course of trade）」，依歐盟反傾銷法第2(1)條之規定，若屬低於成本之銷售或具有補償交易性質之銷售，其價格即有可能被認定非屬通常交易過程而被排除。在歐盟法院的案例中常被認定非通常交易過程的之情形多屬以低於成本之價格出售，或關係人間之買賣。此外，亦有因國內價格受到政府法令限制而低於成本等，該銷售亦被認定非通常交易過程之銷售（註
）。因此政府規範影響價格此一因素亦曾在通常交易過程中被考量過。

然而，更常用來處理政府干預價格因素的要件，則是「特殊市場狀況此（particular market situation）」一要件。「特殊市場狀況」此一要件雖在1996年反傾銷法第2(3)條中即已存在（註
），但至2002年，歐體通過了歐體理事會第1972/2002號規則 ，才對於何謂「特殊市場狀況」有較為詳細的規範。其在反傾銷法第2(3)條中納入「特殊市場狀況」之擬制規定，即「前段所指之特殊市場狀況視為存在，尤其是，當價格係屬人為性低價，或存在明顯的以物易物，或當存在非商業處理之安排等（註
）」。該條修正說明3即提到，為了釐清何謂因「特殊市場狀況」而使該國內價格無法為適當比較，有必要就特殊市場狀況予以說明，因此規定，例如在以物易物之情形、非商業處理之安排或其他市場障礙（market impediments）時，即屬特殊市場狀況。因此當市場訊號中無法適當反映供給與需求，進而對相關的成本及價格之認定造成影響，亦會使國內價格與國際市場價格或其他代表性市場之價格脫節，因此新增該項例示規定（註
）。故在歐盟反傾銷法下，所謂的特殊市場狀況其實即包含了所有無法反映市場機制而造成價格扭曲之情況。

若得符合上述情形而得改以推算價格時計算正常價值時，依第2(5)條之規定，調查機關所得使用之成本數據通常應以受調查廠商所提之資料為基礎，前提是這些資料必須根據該國國內通常可接受之會計原則所紀錄，且該資料必須能合理反映與系爭產品之生產銷售有關之成本。然而，在決定使用之價格時，調查機關對於資料的裁量權為何，一向備受爭議。因此歐體理事會第1972/2002號規則同時針對調查機關在使用資料的裁量權上亦有更詳細的規定，即於第2(5)條第2段新增：「若與受調查產品之生產銷售有關之成本無法合理反映在當事人之資料中時，應依據該國國內其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成本為基礎進行調整或重建，若在前述資料不可得或無法使用之情形時，應以任何其他合理之基礎，包括其他有代表性市場之資料。」該條之修正說明第4點中提到，為了解決依反傾銷法第2(5)條之規定，當資料無法合理反映與系爭產品生產銷售有關之成本時，尤其是存在「特殊市場狀況」之特定情形下，同類產品之銷售無法提供可比較之基準時，應提供指導原則，故規定在此種情形下，相關的資料應從未被扭曲受影響之來源取得。而這些來源可以是同一國內生產者或出口商之成本。若上述狀況不可得或無法使用時，在合理的基礎上，得使用包括其他具有代表性市場之資料，此一做法被稱之為「成本調整法」。近年來，此一方式被廣泛使用於自俄羅斯及烏克蘭等國（註
）。

(三)
歐盟法院之實務見解

在歐體通過成本調整法後，執委會即陸續在對俄羅斯的鋼鐵及肥料產品、阿根廷及印尼的生質燃油的反傾銷稅案中，使用成本調整法計算傾銷差額。對於成本調整法之適用，歐盟法院則呈現分歧之見解。在俄羅斯的案件中，法院認為得依據成本調整法採用其他國家之替代價格及成本，但在阿根廷及印尼的案件中，則認為政府的出口稅措施雖然會影響國內市場的價格，但不得認定該市場價格即應捨棄不用，否則將使第2(5)條之規定成為無效的規定（註
）。

在「自俄羅斯進口之尿素及硝酸銨反傾銷稅案」之落日審查中，歐盟執委會在計算推算成本時發現，俄羅斯生產者在生產時所使用之天然氣價格僅有天然氣出口價格的五分之一，所有的資料顯示，俄羅斯國內市場之天然氣價格係政府所控制之價格，遠低於其他非政府控制之市場價格，因此，依據反傾銷法第2(5)條之規定，關於天然氣之價格，應使用俄羅斯以外之其他有代表性之價格。在該案中歐盟執委會使用了俄羅斯出口至德國及捷克之天然氣邊境交易價格減去運輸成本之價格取代俄羅斯國內之天然氣價格，因此也提高了受調查產品尿素及硝酸銨之國內價格。俄羅斯生產者針對此一決定向歐盟法院提出控訴，歐盟法院即引用歐體理事會第1972/2002號規則修正理由第4點之內容，將特殊市場狀況與合理反映成本之要件相結合以支持歐盟執委會之做法。

歐盟法院提到，雖然反傾銷法第2(3)條之特殊市場狀況要件並非用於判斷第2(5)條出口商所提之成本資料是否可以使用之標準，依據第2(5)條之規定，生產成本之計算原則上必須依據生產者所提供之數據計算，但該條亦規定若生產者所提供之數據無法合理反映成本時，調查機關即有權使用其他數據。而依據歐盟理事會1972/2002號規則之修正說明4所提及，在第2(5)條納入第2段，係為了提供若廠商所提供之資料無法合理反映成本時應如何處理之指導原則，該說明特別提及同類產品之銷售因特殊市場狀況而無法為適當比較之例子，在此情形下，即得使用未被扭曲之市場價格做為計算基礎。既然雙方對天然氣價格在俄羅斯境內係受政府所控制而偏低此點並不爭執，即表示天然氣之國內價格因為特殊市場狀況而無法合理反映其價格，雖然特殊市場狀況係規定在第2(3)條，但依據第2(5)條之規定，調查機關亦有權可以排除該國內市場價格之適用，而改採其他未被扭曲之市場價格做為計算成本之基礎（註
）。

在「印尼生質燃料反傾銷稅案」中，歐盟執委會於計算正常價值時認為印尼的國內價格因不具代表性且係受到政府所規定，故應改捨棄實際的價格而改以成本推算法計算正常價值。在計算印尼國內生質燃料的成本時，執委會認為，生質燃料的主要原料，粗棕櫚油（crude palm oil）因印尼政府所實施的出口稅制度，造成了價格壓抑效果。而受人為抑制而過低的原料價格即無法做為計算成本的價格，應改用其他價格替代。依據反傾銷法第2(5)條之規定，若採成本推算法計算正常價格時，其成本價格應廠商所提供之實際資料計算，除非可證明該資料未依據一般會計原則或無法合理反映實際成本時。法院認為，排除實際成本價格而改採替代價格屬例外規定，而例外規定應從嚴解釋。雖然不排除出口國的政策有可能會干預原物料的價格而使得該價格得被排除適用，但調查機關仍須依據直接證據，或至少應有情況證據，證明該價格係受出口稅政策所影響而扭曲，而不能僅依據推測或一般出口政策的理論即認定價格受到扭曲（註
）。故法院最後認為執委會排除國內原物料價格的做法不符合反傾傾法第2(5)條之規定。

從歐盟的反傾銷實務及歐盟法院之判決中即可看出，若認定一國國內市場因為受到政府干預而受有影響時，即有可能被調查機關排除適用，而由調查機關依其職權使用其認為具有代表性之其他價格取代之。不論是在認定正常價值時，以特殊市場狀況要件排除國內市場價格，或是在計算推算價格時，以無法合理反映成本排除國內的生產要素價格。因此，即使非屬「非市場經國家」，歐盟對於正常價值的計算亦廣泛地考量政府對市場價格的影響，並以其做為排除使用實際資料之理由。

(五)
WTO爭端解決機構之見解

然而歐盟的做法在WTO架構下卻受到重挫，因為此一做法有違反WTO反傾銷協定第2.2.1.1條之虞。在「歐盟生質燃料案（European Union—Anti-Dumping Measures on Biodiesel from Argentina, DS473）」中，歐盟執委員在計算阿根廷生質燃料之推算價格時即主張，阿根廷生質燃料之原料價格，即大豆及大豆油之國內價格因國內所實施的出口稅制度而偏低，因此其出口商及生產者所提供之原料價格無法合理反映其生產成本，故調查機關得拒絕使用（註
）。阿根廷則主張，歐盟所採取的理由係以該原料價格係人為地偏低而拒絕使用，此點違反了WTO反傾銷協定第2.2條之規定（註
）。爭端解決小組認為，由於ADA第2.2.1.1條規定係強制性規定，必須在不符合要件的情況下才能排除廠商所提供之實際資料。即須是無法合理反映生產成本之情形。所謂的合理反映（reasonable reflect）係指生產者/出口商所提出之紀錄須以正確可信的態度（在可接受的限制內）呈現已經發生之所有成本（註
），因此小組認為，是否合理反映，應視出口商或生產者在其紀錄上所呈現的成本與實際發生的成本是否一致而定，也就是說，此一要件的目的是為了確認生產者或出口商所提出之資訊是否能合理反映其實際生產成本，而不是判斷生產者或出口商所提出之紀錄是否能反映調查機關認定比實際發生更為合理的假設性成本（註
）。故依據小組之見解，在計算推算價格之成本時，尚無法僅以該成本價格不合理而改使用第三國之成本價格或世界之成本價格。

此一見解亦獲得上訴機構之支持，上訴機構認為，第2.2.1.1條之「合理（reasonable）」是用來形容「反映（reflect）」，而不是用來形容「成本（costs）」，因此此處的合理性並非意謂調查機關享有不受拘束的裁量權而得以主觀地決定合理性的基準，並用以認定生產者/出口商所提紀錄內之成本欠缺合理性（註
）。換言之，依爭端解決小組之見解，第2.2.1.1條對於廠商資訊之要求，僅在於其真實性之判斷，而非就該成本之合理性加做判斷，故該成本是否受到政府措施干預即非可考量之因素。此一上訴機構之見解，亦表示歐盟在計算傾銷差額時，以出口國國內市場價格受到政府干預為由而拒絕使用當地之成本資料，恐有違反反傾銷協定之虞。

無獨有偶，歐盟對於自印尼進口生質燃料之反傾銷案調查，亦採取相同的計算方式。印尼亦在2014年6月對此一措施向WTO提告。在「歐盟對印尼生質燃料之反傾銷稅案（European Union—Anti-dumping Measures on Biodiesel from Indonesia，DS480）」中，歐盟亦以印尼生質燃料之原料「粗棕櫚油（crude palm oil，CPO）」之價格因政府課徵出口稅致使國內價格偏低，故在計算生質燃料之成本時，排除出口商所提供之實際銷售價格，改採政府所公布之參考出口價格做為計算正常價值之基礎。本案與阿根廷之反傾銷稅案件係出於同一調查案件，小組發現，歐盟對二案皆以生質燃料之國內市場係屬高度管制之市場，國內交易非屬通常交易過程中之交易為由，改以推算價格做為其正常價格。歐盟執委會接著在建立正常價格之原料成本時認定，阿根廷及印尼政府對於生質燃料之原料大豆油及粗棕櫚油均採取差異出口稅制度（Differential Export Tax，DET），此一制度使得印尼國內市場上之原料價格，即粗棕櫚油價格，人為地維持在低價水準，進而影響了生質燃料的市場價格。基於此一價格的扭曲效果，歐盟執委會亦以廠商所提供之價格資料無法合理反映成本為油而拒絕使用。由於本案事實與上述阿根廷之生質燃料案相似，小組的裁決中亦呈現相同的結論，本案因歐盟未提起上訴而於2018年2月確定。但這一連串爭端也迫使歐盟必須再就其相關法規進行修正。

三、以市場價格是否嚴重扭曲取代非市場經濟國家之認定

2016年9月，歐盟在面臨中國入會議定書第15條即將屆期而可能無法再將其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的問題，在其所提出的反傾銷法及平衡稅法修正草案中，即建議在反傾銷法第2(6)(a)條增訂，若出口國國內之市場價格因為存在「嚴重扭曲（significant distortions）」之情況導致其國內價格或成本不適合使用時，正常價值得以反映未受扭曲之價格或基準認定之。此一修正案於2017年12月經歐洲議會及歐盟理事通過，為歐盟第2017/2321號規則（註
）。此一修正案通過後，一改以往以市場經濟國家及非市場經濟國家區分之方式處理正常價值，而改採來源中立且法律上（de jure）不具歧視性之統一標準，即以市場價格是否存在嚴重扭曲之情形做為區別標準，並於個案中認定。至此，所有WTO會員國均會受到此一修正案之影響，而非僅限於中國及越南等傳統上被認定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之會員（註
）。

依基本反傾銷法第2(6a)(a)條規定，當出口國之國內價格或成本因為存在嚴重扭曲而無法被適當地使用時，正常價值僅能（exclusively）以「非受扭曲之價格或基準（undistorted prices or benchmarks）」為基礎推算之。所謂的「嚴重扭曲」，依第2(6a)(b)條之規定，係指當生產者或出口商所提出之價格或成本，包含原物料及能源之價格及成本，因實質政府干預（substanti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所影響而無法基於自由市場力量（free market forces）決定之情形。考慮是否存在嚴重扭曲之因素，包括了是否存在以下情況：

一、做為該市場上重要參與者之企業，其經營受到出口國政府機關所有、控制、政策監督或指導；

二、國家對公司的影響力允許其得干涉價格或成本：

三、優惠國內供應者之歧視性公共政策或措施，或其他影響自由市場力之政策或措施；

四、破產法、公司法或財產法之不適當執行或歧視性適用或不適用；

五、被扭曲之薪資成本；

六、獲得實施公共政策目的或其他非獨立於國家機構之財務支持。

當執委會有根據地認為，在特定國家內或特定部門內有可能存在第(b)條所指之嚴重扭曲時，且為了使本法得有效適用，執委會應做成、公開並定期更新該國家或該部門有關的市場嚴重扭曲報告。此一報告及其所根據之證據應置於與該國家或部門有關的調查檔案中。於使用該報告之調查程序中，應給予利害關係人就該報告及證據得以充分反駁、補充、評論或回應的機會。於評估嚴重扭曲之存在時，執委會應考量調查檔案中所有相關的證據（註
）。

於依本法第5條提出聲請或依第11條請求審查時，歐盟產業得依據上述調查報告中之證據，於符合第5(9)條之證據標準下，做為合法化計算正常價值計算之證據（註
）。

當執委會依據第5(9)條之規定，發現具有市場嚴重扭曲之充分證據，且據以決定展開調查時，展開調查之公告須特定該事實。執委會應蒐集必要的資訊做為改用第(a)段的推算價格做為正常價格的基礎。展開調查後，調查機關應將欲使用做為正常價格計算方式之相關資訊通知當事人，且應給予10天的評論期。基於此一目的，利害關係人得請求閱覽相關檔案，包括調查機關所依據之證據，在符合第19條的前提下。任何關於嚴重扭曲存在的證據，只有在依據第6(8)條在調查程序中被即時地證明的情況下才能被考量（註
）。

換言之，當展開反傾銷調查時，執委會須先就出口國的國內價格是否有上述嚴重扭曲之情形進行判斷，並藉以決定往後計算正常價值之方法。在判斷價格是否扭曲時，上述因素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即可認定其受有扭曲，且其僅為例示規定，並需要依據Ⅱ.C.節之規定提供不同程度的證據，及考量第Ⅱ.D.節之社會因素（註
）。為了完成此項任務，該修正草案的立法說明4即表示，執委會應提出關於價格嚴重扭曲之國家報告。該說明亦同時提到，在評估是否存在嚴重扭曲時，於適當情形下應考量相關國際標準，包括ILO下之主要公約及相關多邊環境公約等。至於應考量何特定之國際標準立法說明中僅有例示規定，並無列舉清單，而相關國際標準並未直接納入條文中，但在執委會撰寫國家報告時即會納入考量（註
）。而ILO公約及環境公約在立法理由6中亦被再次提及，即在選擇適當國家之國內價格取代出口國格時，亦需考量上述國際標準。因此，勞動公約及環境公約之國際標準，不僅在判斷國內價格是否有嚴重扭曲時應考量，在選擇替代價格時亦需考量。

歐盟第2017/2321號規則之俢正，基本上是為了延長中國入會議定書第15條之效力，將原本僅用來處理中國及其他非市場經濟國家之NME方法，以「嚴重扭曲」之要件取代之，並使其能適用所有其他市場經濟國家。此舉雖然解決了歧視中國的問題，卻也衍生了更多的問題（註
）。若從判斷嚴重扭曲的6項要素來看，其實與1998年起用來判斷是否取得市場經濟地位的要素類似，只是改以反面方式表達而己，因此亦可預期在將來對中國所使用的非市場經濟方式亦將持續不變（註
）。然而，二者仍然有些許不同，最重要的部分是舉證責任的改變，以往需由非市場經濟經國家或其出口商/生產者舉證證明自己符合市場經濟之要件，新法修正後，將改由歐盟國內產業或反傾銷程序之聲請人負責證明出口國國內市場之嚴重扭曲情況。然而，此一舉證責任之轉換不但增加了聲請人之負擔，亦會招來減損反傾銷稅貿易救濟功能之責難。為彌補此一缺失，第2(6a)(c)條在設計上改將嚴重扭曲的認定交由執委會進行，由執委會負責蒐集資料及證據並提出「市場扭曲報告（Market Distortion Report）」，並允許歐盟國內產業以此一報告之內容提出反傾銷稅調查之申請，藉以免除歐盟產業在反傾銷調查案件中之舉證責任。至於對於報告內容有異議之出口商及生產者，雖然規定應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此一規定無異形同需由出口商及生產者提反證推翻執委會的認定，結果將與舊法無異。而更甚者，此套規則原本僅使用於非市場經濟國家，但在新法通過後，已非僅適用於非市場經濟國家，故若歐盟對任何進口產品之出口國認定有市場嚴重扭曲之情形時，各國生產者將面臨必須就自己的市場狀況提出證據及進行辯駁之義務，否則其國內市場價格即會被排除，而由歐盟執委會選擇替代國家之市場價格做為比較基準之情況發生。

在市場經濟國家中，因適用一般規則，原則上不得任意排除出口國國內市場之實際價格。但如前所述，歐盟實務上常以國內價格非屬「通常交易程序之價格」或存在「特殊市場狀況」等理由改採推算價格。而在計算推算價格時，出口國的原物料成本及價格即可能因出口國市場被認定有嚴重扭曲之情形而被排除適用，改以其他國家的原物料成本計算出口國之正常價值。如此一來，是否構成傾銷將可能會因為歐盟在替代國家選擇上之不同而產生不同結論，而且該市場價格可能亦無法真實反應出口國的市場價格而導致推算價格失真之情形。此一做法與WTO反傾銷協定中，力求以實際價格計算傾銷差額的精神與規定恐有不符。因此在新法透過後，歐盟如何在此二項要件上，結合嚴重扭曲之市場認定？是否會有濫用之情形？更值得關注。

四、修法後之實務現況

歐盟於2017年通過新的計算方式後，於2017年12月20日以後展開之反傾銷調查及落日審查，即有新法之適用（註
）。

(一)
歐盟之反傾銷措施

目前，歐盟已於2017年首次針對中國提出特定國家報告，並在2020年10月對俄羅斯做成第二份國家報告。針對中國率先提出國家報告的原因在於，中國是主要反傾銷措施實施之國家，占了歐盟反傾銷措施最高的比例（註
）。在中國的國家報告中，歐盟主要針對在中國國內生產過程中造成價格扭曲之因素，包括土地、能源、資本、原物料及勞力等因素進行分析，並選擇就鋼鐵、鋁、化學品及陶瓷等四項產業之進行部門分析（註
）。在2020年4月對自中國、印尼及台灣進口之熱軋不銹鋼扁軋製品之臨時反傾銷案中，歐盟聲請人即援引該份國家報告的數據對中國進口之產品提出控訴，歐盟執委會即在計算正常價值時，依據基本反傾銷法第(6a)(a)條之規定，認定中國的產品，其在國內市場之原物料價格受到政府介入而扭曲，故排除其實際國內市場之價格，而改以巴西的鋼鐵價格做為其成本價格計算正常價值（註
）。針對嚴重扭曲的認定，歐盟執委會認為基於以下因素，中國的產品其成本價格因實質政府的介入而受到嚴重扭曲：一、中國的不鏽鋼市場的企業，在很大程度上為國家所有，或受到國家控制或監督；二、在中國市場上之原物料及能源成本價格，並非來自於自由市場力量決定，因為該價格受到實質政府介入所影響，包括支持國內產業之政策等；三、在中國境內欠缺有效執行的破產法、公司法或財產法等；四、其薪資成本因非由自由市場決定或欠缺勞資協商而受到扭曲；五、不鏽鋼產業自執行政府政策的機構或非獨立於政府之外之機構處獲得財務支持。由於執委會已經給予廠商及中國政府提出證據並反駁的機會，在欠缺推翻上述結論之情況下，執委會認定中國國內的原物料價格因受有嚴重扭曲之情形而得排除適用（註
）。

(二)
WTO爭端解決機構

針對歐盟計算正常價值之方式，中國於2016年已同時針對舊雙軌制及新計算方法向WTO爭端解決機構提出控訴（註
）。然而，中國於2019年5月7日向爭端解決小組要求暫停審理該案，因此目前新的計算方式是否符合WTO反傾銷協定之問題尚無定論，歐盟亦得以繼續實施其新計算方法。

五、小結

從歐盟的修法過程及所涉及的案例可知，歐盟以市場價格嚴重扭曲取代非市場經濟國家之認定，主要是為了處理出口國國內原物料成本價格偏低，間接造成反傾銷稅的比較基準過低而產生稅率過低甚至無法構成傾銷之問題。然而用反傾銷稅來處理原料成本過低的問題是否妥適值得討論。首先，出口國原物料價格過低的問題並非來自於生產者的價格決定，而是出口國政府的干預，在WTO架構屬於SCM協定所管轄之政府補貼問題。然而，出口國政府對原物料價格所進行的干預，例如固定價格、限制出口或提供財務支持等雖能降低成品的生產成本，但並不一定會構成違法補貼，且原物料補貼只要不是原物料本身的出口，而僅是做為出口產品之原物料時，常因原物料係供眾多產品所使用，縱使以提供低價原物料方式提供利益給廠商，也會因為欠缺特定性而無法構成SCM協定下禁止性或可控訴之補貼。以能源補貼為例，縱使出口國的能源產業因受有補貼而價格偏低，進而降低產品的生產成本，但是能源補貼除非是能源出口，否則對於僅是使用該能源而生產的產品而言，因難證明能源補貼僅針對特定產品所為而有特定性，即難證明成品亦受有補貼。此外，就能源出口國而言，其能源生產者本身即存在能以較低價格提供給國內企業之比較利益，因此，只要能源價格高於生產成本，即使低於國際能源價格亦難認定為有補貼存在（註
）。在故主張國內產品價格過低以致不能做為比較基準而加以排除時，其實是為了處理原物料之補貼問題，而非反傾銷本身之問題。在反傾銷措施中，真正涉及比較基準之排除者，除非證明其不具可比較性，但通常國內原物料成本過低的問題，並不會造成國內產品價格與出口產品價格進行比較時之困難，除非國內產品與出口產品使用不同的原物料生產。

歐盟以市場價格嚴重扭曲之要件取代非市場經濟國家的要件時，由於其所涉及的WTO規範仍是反傾銷協定第2.2.1.1條之問題，因此仍然要面臨相同的問題，即該條並非尋求合理價格之法律基礎，因此同樣亦無法以該條主張價格受到嚴重扭曲而得排除適用。其次，反傾銷措施欲解決的是歧視性定價問題，並非補貼問題，因此原物料成本之價格嚴重扭曲是否造成成品價格無法做為比較基礎即是重點，而為證明成品價格無法做為比較基礎，調查機關必須證明：一、原物料之成本價格受到嚴重扭曲是否會對成品價格造成相同的影響。二、縱使成品價格受到嚴重扭曲，對於國內產品及出口產品是否產生不同的影響，若影響相同，仍未會妨礙國內產品價格的可比較性。若這二點歐盟無法證明，僅以市場價格受到嚴重扭曲的國家報告做為理由，通案地適用於所有受調查產品，恐怕仍難以消除違反反傾銷協定之疑慮。

參、2018年之貿易防禦措施現代化法

歐盟進口救濟制度之改革，除了處理反傾銷法中傾銷差額之計算方式外，另一項改革的重點則是促進調查程序之透明化及可預測性、提昇調查程序的效率及協助小型企業運用此一制度等。歐盟將此一修正稱之為貿易防禦措施之現代化法。歐盟進口救濟制度現代化法之立法目的，正如歐盟執委會前主席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所言，是為了在面對全球貿易挑戰下，當其他國家扭曲市場或不遵守貿易規則時，為了協助歐盟保護其生產者及勞工所設。由於進口救濟制度一向被視為是二面刃，雖然有保護本國同類產品生產者利益之功能，但同時卻容易損及進口產品之進口商及其下游產業，甚至消費者之利益。因此，在本次的改革中，強調對各方利益之均衡考量，並給予不同利害關係人參與程序表達意見之權利即成為重心。

在本次的修正案中，主要針對以下事項進行修正：一、加速調查程序之進行，縮短得採取臨時性反傾銷措施之期程；二、對反傾銷稅及反補貼稅不能超過填補損害所需原則（lesser duty rule，LDR）之放寬，使歐盟享有課徵更高稅率之裁量權；三、納入社會及環境因素之考量，以免歐盟在社會或環境制度上之高標準，在適用進口救濟制度時成為不利歐盟產業之因素；四、增加程序的透明化及可預見性，包括增加調查機關之通知義務等；五、增加協助中小企業運用進口救濟制度之相關規定，例如提供中小企業服務平台（SME Helpdesk）等。

一、較低稅率制的修正

雖然在WTO的反傾銷協定中，係以傾銷差額做為反傾銷稅稅率的上限，但是歐盟的反傾銷法制中，認為國內產業不宜因為反傾銷稅的課徵而獲得超過原本應有的利潤，因此規定，反傾銷稅的課徵不得超過得適當地消除產業損害之程度，即不得超過利潤差額（profit margin）。為此，必須先確認目標價格（target price），亦被稱為無損害價格（non-injurious price），即在無傾銷進口存在時，國內產品所應有的價格，並以此做為課徵反傾銷稅之上限，若目標價格較出口國國內正常價值低時，反傾銷稅的稅率即不能使進口產品超過該目標價格（即無傾銷進口產品存在時，歐盟境內產品所應有的價格），避免國內產業反因反傾銷稅而獲得超額利潤，有損消費者及下游業者的利益，稱之為較低稅率制（lesser duty rule，LDR）（註
）。

2018年的貿易防禦機制現代化的修法中，最重要的變革即是修改了LDR的適用，進而提高了反傾銷稅稅率的上限。修正的原因主要在於，LDR無法真正反應經濟事實，過低的傾銷稅率已無法完全排除國內產業受傾銷影響所造成之損害。因此在2018的現代化法中，即重新一套適用LDR的規則：

在原本的LDR中，所謂的損害差額（即傾銷稅率之上限）即為利潤差額，係指在無傾銷產品進口的情形況，國內產業所可以獲得之利潤，以此訂定目標價格，做為課徵反傾銷稅稅率之上限。但在新法中，在考慮目標價格時，除了直接計算利潤，可增加了其他例示性的條件，即計算目標價格時，其可得之利潤水準必須包含所有成本、投資、研發及創新成本等。且無論如何，利潤差額均不得低於6%（註
）。此外，由於歐盟議會將ILO及多邊環境公約納入附件，亦表示在考量利潤上限時，執委會亦須考量為遵守上述公約所增加之成本。此外，在時間上，執委會亦須考量歐盟國內產業在未來五年措施實施期間內將產生之成本等。

二、臨時反傾銷稅及反補貼稅前之提前揭露

在程序上為更保護受影響的相關人，歐盟對於課徵臨時反傾銷稅或反補貼稅前是否應通知當事人即有修正。此種採取措施前事先揭露之提前揭露（pre-disclosure）是全新的概念，目的在使利害關係人或可能受到該措施影響的潛在利害關係人能事前得知相關措施並提早因應，避免措施手不及所造成之損害，尤其是對中小企業而言。然而，由於提前揭露可能造成進出口商的囤貨行為，因此新法亦規定在提前揭露時應同時採進口登記措施，以便往後若符合追溯課徵要件時得適用。若未進行登記，也可以在將來確定反傾銷措施之調查中，將囤貨行為納入產業損害的考量中，藉以提高反傾銷稅稅率（註
）。

三、價格具結

關於價格具結的准駁，現代化法中亦有加以修正。原本依反傾銷法第8(1)條及反補貼法第13(1)(b)條中之規定，對於是否接受出口商所提出之價格具結，執委會主要考量該價格是「是否能消除傾銷產品所造成的損害效果」。有鑑於前述對損害效果判斷的修正，現代化法亦針對價格具結提出三項修正，一、加強程序透明化之規範，除有例外情形，價格具結的提出，不得晚於對最終揭露得評論期的前5日內提出，僻使利害相關人對於出口商所提出之價格具結亦得加以評論。此外，在執委會接受價格具結前，應給予歐盟產業得以就該價格進行評論的機會。第二、不論是WTO反傾銷協定或歐盟反傾銷法之規定，價格具結均不得因為一般政策之理由（reasons of general policy）而接受。新反傾銷法更進一步規定，所謂的一般政策之理由，係指包含，尤其是指附件中歐盟所簽署之多邊環境公約中或ILO公約中之原則或義務。第三，由於歐盟議會特別強調僅有在能消除傾銷所造成的損害的前提下才能接受價格具結，因此新法亦特別規定在衡量價格具結是否能消除損害時，應為預防性分析，即將未來之可能造成的損害效果亦納入分析（註
）。

四、增加貿易團體參與程序之權利

現代化法中首次承認貿易團體（trade unions）在反傾銷及反補貼程序中之角色。即給予貿易團體參與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程序之權利，但僅能參加歐盟產業所申請之程序。與美國的反傾銷調查程序不同，美國的貿易團體有獨立申請調查之權利。歐盟不採美國的立法方式主要還是認為，受到傾銷進口損害的主要仍是歐盟產業，貿易團體並非受害者，並無給予獨立申請調查之權利。惟歐盟雖僅給予貿易團體參與調查之權利，但亦將其視為利害關係人（註
）。

五、擴大適用反傾銷法及反補貼法於獨立經濟區及大陸棚架

原本歐盟之反傾銷法及反補貼法僅適用於歐盟關稅領域內之成員，因此對於石油鑽井平台及離案風力發電廠等超出12英里以外之地區所進口之鋼管及管材等產品，即無法課徵反傾銷稅及反補貼稅。為解決此一問題，現代化法採取了二項措施，第一，於第14a條規定，反傾銷稅得適用於獨立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EEZ）及大陸棚（Continental Shelf）。

六、強化中小企業之角色

歐盟議會在現化法為強調應重視中小企業在貿易救濟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要求納入保護中小企業之相關規定。由於如何協助中小企業並減少其使用貿易救濟制度之進入障礙，現在化法中仍然維持中小企業協助桌（SME help desk）的制度，對於主要由中小企業組成而較分散或不集中的產業，提供協助利用貿易救濟機制的服務。新法中亦新增相關服務，包括：一、增加對貿易救濟制度的了解；二、對於貿易救濟程序提供一般資訊及解釋，包括如何提出申請、如何製做並傳送各種語言的標準問卷並回答一般性問題等；三、提供相關統計資訊以協助提出申請等。此外，為了回答在反傾銷及反補貼調查程序中執委會所發之問卷，通常須提供特定期間之特別產品之製造成本及銷售價格等資訊，此一期間通常是提出申請前一年之資訊。由於此一資料調查期間通常跨越不同會計年度，增加申請人提供資料的困難度，因此新法特別針對中小企業，於其提供資料時，得以會計年度為單位提出。

七、新增程序規定

現代化法中對於調查程序亦有若干新規定，包括：一、臨時反傾銷措施通常應於調查開始後7個月內實施，且不得晚於8個月。舊法規定應不得晚於9個月。此外，整個調查程序將從最長15個月縮短為14個月。但反補貼措施之調查期間則維持不變。二、在落日審查中，若最終措施被取消時，即應返還已課徵稅額，但不計利息。三、在受到第三國貿易報復之威脅時，加強調查機關得依職權展開調查之規定。在執委會依職權展開調查之情形，雖然歐盟產業無義務配合調查，但新規定新增執委會得發函要求歐盟產業配合調查。

八、配合WTO爭端解決案例之修正

歐盟反傾銷法中，對於傾銷差額低於2%之微量傾銷（de minimis dumping），原本規定於特定期間後得對該出口廠為重新調查傾銷差額，但此一做為在墨西哥對進口米之反傾銷措施案中已被上訴機構認定為違法，故歐盟亦將得重新調查之規定刪除。

九、反補貼措施之特別規定

在反傾銷稅率的計算上，原則上反傾銷稅稅率不得超過消除損害所必要，因此原則是採較低稅率，除非能證明此一較低稅率無法消除損害，才能提高稅率。故提高稅率的舉證責任在於歐盟產業。但是，針對反補貼稅率的計算，則有別於反傾銷之規定。就得反補貼稅稅率的計算，雖然亦有限制較低稅率的做法，但是改在考量課予較高稅率對歐盟公共利益有害之情形下，才能課予較低之利率。在價格具結上亦有相同的規定。故原則上，係推定應課予較高的利率，但在利害關係人能提出證據證明較高利率不利歐盟公共利益之情形下，才能改採較低的稅率。

肆、結  論

歐盟進口救濟制度雖然有其長遠的歷史，但為因應貿易環境之改變，仍持續不斷地修正，修正案的提出及改革對我國的出口必定會造成影響。台灣做為一個以出口導向為主的WTO會員，出口商或生產者於進口國所遇到之貿易障礙可謂不計其數，以反傾銷措施為例，依據WTO官方之統計，自1995年WTO成立以來至2020年為止，對自台灣出口的產品所實施之反傾銷措施即高達216件，件數排名全球第三，僅次於中國大陸之1069件及南韓的301件。扣除2002年以前未入會之57件，仍有上百件之多。我國實際上向WTO提出控訴的案件，涉及反傾銷協定者僅有3件。此點顯示出我國出口業者雖然面臨大量的進口救濟措施，但多採保守配合的態度，顯然與其他開發中國家積極對歐盟之反傾銷措施提出控訴之情況不同。此外，我國產業在面對低價進口產品時，也顯少意識到運用進口救濟制度來抵銷進口產品之傾銷及補貼效果，顯示出出口商對進口救濟制度之理解不足及國內產業無法有效運用此一制度來解決不公平貿易之問題。

歐盟做為進口救濟措施使用頻率甚高之WTO會員，其對整個機制在實施時所產生的實務上問題及因貿易環境改變而產生新議題時，具有一定程度的敏感性，能夠及時進行討論及改革。對做為反傾銷稅及防衛措施主要目標國的我國而言，則須協助產業瞭解歐盟相關改革，一方面可以避免出口業者因為對相關規定之不瞭解而成為該制度的目標，另一方面亦可藉以檢討我國本身的進口救濟措施，是否有相同的問題及修法需求存在。

從歐盟貿易救濟制度不斷地為因應當代問題而進行修正時，其所呈現的是針對全球貿易所造成的新興議題的重視與彈性。全球貿易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之一，即是不公平貿易對國內產業所造成的威脅及勞工失業等問題，若無法積極的面對並處理，必定會對貿易自由化的向前邁進形成阻礙。因此，在市場開放的承諾下如何確保國內產業的健全發展，進口救濟制度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瞭解歐盟在進口救濟制度的改革將有助於我國在面對相同問題時，能夠透過法規制度的即時修正，更有效率且更有彈性地採取此類合法的貿易保護措施協助產業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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